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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济机会的平等和代际流动性的提高是实现人的自由平等发展、推进共同富裕的

重要方面。近十年来，关于代际流动性的研究迅速发展，这与行政大数据的广泛应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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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代际流动性（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是反映社会不平等程度的重要经济变量。它通

常由父代与子代之间的社会经济特征（收入、教育、职业等）的相关性来刻画。这种代际相

关性越强，则意味着代际流动性更低；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

简称 SES）较低的家庭的子女和那些 SES 较高的家庭的子女之间存在更严重的经济机会的

不平等，这会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代际流动性低，会导致个体的家庭背景在

决定成年表现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个人努力的作用相对较弱。这会导致有才华、勤奋

的个体更难获得应得的回报，抑制个人努力的激励，进而使得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进一步加剧，

阶级固化问题更加严重，导致恶性循环（OECD，2011a）。防止社会阶层固化，畅通向上流

动通道，让人们更平等地共享经济发展带来的机会，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对代

际流动性的水平进行科学评估，深入分析其决定因素和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价值。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不仅要“做大蛋糕”，还要“分好蛋糕”，也就是降低收入分配的不

平等。文献普遍认为，个体之间的收入不平等由两个方面构成：由个体不可控因素所决定的

发展机会不平等（比如性别、种族、天赋、家庭背景等）和个人努力程度所决定的不平等（比

如职业选择、工作时长等）。前者遏制社会整体经济增长，后者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经济

增长提供动力（Aiyar and Ebeke, 2020; Forbes, 2000; Marrero and Rodríguez, 2013）。1本文关

注的代际流动性是机会均等这一大的框架中的一个重要且具有代表性的方面（Roemer, 

2004）。在跨国比较中，代际收入相关性更高的经济体通常表现出更高的收入不平等水平，

这种关系被称为“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Great Gatsby Curve），它体现了代际流动性作为经

济机会均等的一个重要方面与总体的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联（Corak, 2013）。 

代际收入不平等问题的加剧，即代际收入流动性的下降，是我国乃至世界各国在当今面

临的日益重要的挑战。在我国，根据 Fan 等（2021）的估计，相比于 1970-1980 年出生的个

体，1981-1988 年出生的人的收入与其父代收入的相关性显著上升。这种趋势值得引起学界

和政策界的高度关注。在发达国家，以美国为例，Chetty 等（2017）发现，1980 年代出生的

人当中，只有大约一半的人在成年时期的真实收入能够超过他们的父辈；而这一比例对于

1940 年代出生的美国人则高达 90%。这反映了美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财富分配问题的恶化

和社会阶层固化的加剧。 

从Gary Becker 建立了关于代际流动性的理论框架以来（Becker and Tomes, 1979, 1986），

在此话题上不断有理论和实证的研究进展。秦雪征（2014）、吕炜等（2016）对于此前的研

究代际流动性的国内外文献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综述。然而，在最近 10 年来，关于代际流动

性的实证研究在国际上出现了爆炸性的增长，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行政大数据在美国、北

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广泛应用。应用行政大数据，能够较好的克服基于家户调查或人口普

查数据的研究带来的估计偏误，也有助于依靠足够大的样本量，深入挖掘时间和空间上丰富

的异质性，识别出代际流动性的决定因素及其社会经济影响的因果机制。鉴于代际流动性问

题日益重要的现实含义，以及研究前沿的快速发展，我们认为有必要对于代际流动性问题的

研究现状进行一个较为详细的梳理。 

1 不同收入阶层个体的发展机会更加平等的社会中，个体有通过个人努力实现阶级跃迁的激励，所以收入

不平等可以拉动经济增长；相反，发展机会不平等的社会中，收入不平等会限制低收入个体获取教育资源、

工作机会和融资机会，从而不利于社会总体的经济发展。关于机会均等的话题，已经有一支较为成熟和丰

富的文献。Roemer 和 Trannoy（2016）对于经济机会均等的政治哲学含义、理论模型刻画、实证度量指标

和有关特征事实做了较为系统的梳理。本文受篇幅所限，将集中讨论机会均等这一大的框架中有关代际流

动的话题，不再专门展开关于机会均等的其他方面文献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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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围绕代际流动性的主题，按照从理论到实证，从数据、方法到估计结果，从国际到

国内，从经典理论到前沿进展的逻辑次序，对相关文献展开评述。本文首先用一个理论框架

阐释代际收入关联的形成机制，并介绍理论层面的最新进展；进而介绍实证研究中的数据和

方法，包括文献中常见的数据来源和度量指标等，其中重点介绍代际流动性实证研究中面临

的可能挑战，以及行政大数据的应用如何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这些潜在的挑战，促进代际流动

实证研究的蓬勃发展。本文还对国际上关于代际流动性的研究结果进行总结，对关于我国代

际流动性问题的研究进行回顾和评述，并结合前沿文献的最新进展，指出代际流动性问题未

来具有前景的研究方向。我们希望，本文的分析能够帮助读者更好地把握当今代际流动性研

究的发展方向，并在我国积极挖掘和运用更丰富的数据资源，将我国代际流动性的理论和实

证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本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代际收入传导机制的基本框架及理论发展；第三

部分介绍实证研究的数据来源、测度指标和常见的计量偏误，并讨论行政大数据的应用带来

的影响；第四部分进行跨国的研究结果的比较；第五部分对我国现有研究进行简述；第六部

分指出若干最新的研究方向；第七部分为结论和政策讨论。 

二、代际收入传导机制的理论发展 

在这部分，本文基于文献中已有的理论框架，在理论层面对代际收入传导机制进行简要

的梳理（Becker and Tomes, 1979, 1986; Solon, 2004）。厘清收入不平等的代际关联背后的理

论机制，对于分析和研判代际流动性的水平和变动趋势，把握其背后的影响因素并得出相应

的政策含义，具有基础性的意义。从总体上看，代际收入关联性的影响因素大致包括如下几

个方面：代际禀赋继承的程度、私人和政府对于人力资本投资的效率、劳动力市场对于人力

资本投资的回报率，以及政府公共支出的倾向性。以下本文在理论模型中对这几个方面具体

给出解释。 

（一）基本框架 

之所以会产生收入的代际关联，父母对下一代的人力资本投资决策是其关键过程。具体

来说，父母的效用来自自身的消费和下一代的收入： 

𝑈 = (1 − 𝛼) log(𝐶0) + 𝛼 log(𝑌1)                   (1) 

其中，𝛼代表了父母的利他主义倾向，即父母对子女的重视程度；𝐶0代表父母的消费，𝑌1代

表子女的收入。子女的收入则取决于其人力资本水平ℎ1和一个随机的成分𝜇，𝜇代表除了人力

资本之外的影响收入的因素，比如劳动力市场上的运气：2 

log(𝑌1) = 𝜇 + 𝑝ℎ1        (2) 

其中𝑝表示劳动力市场上的人力资本的回报率；若ℎ1为个体的受教育水平，则𝑝为技能溢价。

技能溢价通常被用作对度量劳动力市场上收入不均等程度的一个度量。3进一步地，个体的

人力资本水平ℎ1取决于人力资本投资和个体的禀赋（用𝑒1表示），其中人力资本投资来自两

个方面：家庭内部（𝐼0）和公共部门（𝐺0）。简化起见，假定二者之间是完全替代的： 

ℎ1 = 𝜃 𝑙𝑜𝑔(𝐼0 + 𝐺0) + 𝑒1        (3) 

其中，𝜃代表人力资本投资的效率（例如学校的质量）。对数的函数形式意味着人力资本投资

                                                        
2 由于个体收入中包含随机的运气成分，所以在实证分析中，子代收入的度量包含随机扰动项，与取决于

人力资本水平的个体终生收入之间存在偏差，这会导致代际收入的相关性被低估（Solon, 1989a, 1992）。详

见本文第三部分关于估计偏误的讨论。 
3 这里的人力资本ℎ1不局限于个体的受教育水平，还包括人力资本的其他维度，比如健康、认知能力和非

认知能力等。细化和拓展对人力资本不同维度的考察，也是人力资本代际传递的文献的发展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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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边际产出递减的。 

 父母影响子代人力资本的途径，除了人力资本投资（𝐼0）之外，还包括禀赋的继承，即

禀赋在不同代之间存在相关性。假定其服从一阶自回归过程： 

𝑒1 = 𝛿 + 𝜆𝑒0 + 𝑣1         (4) 

其中，𝜆 ∈ (0,1)代表禀赋的可继承性；𝑣1代表子代禀赋中随机的运气成分。禀赋不仅包括种

族、能力、健康状况等特征的基因遗传，也包括家庭所拥有的社会网络、人际关系、家庭文

化（比如偏好、价值观等）。 

 此外，父母的预算约束为： 

(1 − 𝜏)𝑌0 = 𝐶0 + 𝐼0        (5) 

其中𝜏为税率，等式左边为父母的税后收入，该收入可以用于父母自身的消费（𝐶0）和给子

女的投资（𝐼0）。 

结合以上条件，父母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决策可以被刻画为这样一个最优化问题：其

目标函数为方程(1)；决策变量为𝐶0和𝐼0，即在自身消费和对下一代投资之间权衡取舍；面临

的约束条件为：父母的预算约束（方程(5)）、子代人力资本生产函数（方程(3)）、禀赋的代际

继承性（方程(4)），以及子代的收入决定式（方程(2)）。求解该优化问题，可以得到父母对子

女的最优人力资本投资水平为： 

𝐼0
∗ = [

𝛼𝜃𝑝

[1−𝛼(1−𝜃𝑝)]
] (1 − 𝜏)𝑌0 − [

1−𝛼

[1−𝛼(1−𝜃𝑝)]
] 𝐺0,     (6) 

其中，𝐺0前面的系数为负，说明公共投资会挤出部分的私人投资。同时，在公共投资和税率

一定的情况下，父母对于子代的人力资本投资随着父母收入（𝑌0）、父母对于子女效用的重

视程度（𝛼）和人力资本投资对于成年收入的边际贡献率（𝜃𝑝）递增。 

 在上述模型框架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考虑政府的再分配政策的作用，引入公共投资的

偏向性。假设子代获得的人力资本投资中的政府公共投资（𝐺0）在父母税后收入（(1 − 𝜏)𝑌0）

中所占的比重随着收入增加而下降，也就是说，政府向收入更低的家庭提供了（相对于家庭

收入）更高的人力资本投资： 

𝐺0

[(1−𝜏)𝑌0]
= 𝜑 − 𝛾 𝑙𝑜𝑔(𝑌0),        (7) 

其中，𝛾 > 0代表政府支出对于低收入家庭子女的倾向程度，数值越大说明政府支出越倾向

于低收入家庭子女。 

综合上述条件，可以得到，子代收入与父代收入的关系式为： 

𝑙𝑜𝑔(𝑌1) = 𝜇∗ + [(1 − γ)𝜃𝑝]𝑙𝑜𝑔(𝑌0) + 𝑝𝑒1,     (8) 

其中，𝜇∗ = 𝜇 + 𝜑𝜃𝑝 + 𝜃𝑝 log [
𝛼𝜃𝑝(1−𝜏)

[1−𝛼(1−𝜃𝑝)]
]是一个常数。如果把方程(8)看作一个估计代际对数

收入弹性的回归方程，而把𝑝𝑒1看作回归中的误差项，得到的对代际收入弹性的估计是有偏

的，这是因为孩子的禀赋𝑒1和父母的收入𝑌0都受到父母的禀赋𝑒0的影响，从而𝑒1与𝑙𝑜𝑔(𝑌0)存

在相关性。事实上，方程(8)可以看作变量𝑙𝑜𝑔(𝑌𝑡)在代际的一阶自回归，而误差项也存在代

际自相关，即禀赋的代际继承。在这种情况下，根据 Greene（2000），处于稳态时，𝑙𝑜𝑔(𝑌0)

与 𝑙𝑜𝑔(𝑌1)方差相同， 4 这时用 𝑙𝑜𝑔(𝑌1)对 𝑙𝑜𝑔(𝑌0)回归的斜率，即收入的代际弹性

（intergenerational elasticity，简称 IGE）可以表示为： 

                                                        
4 Becker 和 Tomes（1986）指出，家庭间的收入不平等（即 Y 的方差）与同一家庭代际收入弹性紧密相关。

如果同一家庭的代际收入表现出偏离均值的趋势（[(1 − γ)𝜃𝑝] ≥ 1），则家庭间收入不平等程度会逐渐扩大；

相反，代际收入表现出向均值回归的趋势（[(1 − γ)𝜃𝑝] < 1），则家庭间收入不平等程度会逐渐缩小直至相

对稳定的状态，即𝑉𝑎𝑟(𝑌𝑡) = 𝑉𝑎𝑟(𝑌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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𝛽 =
(1−𝛾)𝜃𝑝+𝜆

1+(1−𝛾)𝜃𝑝𝜆
,        (9) 

由此，IGE 取决于如下几个方面： 

 （1）禀赋的继承程度𝜆，即代际禀赋的相关性越大，IGE 越大。这说明基因、文化、社

会网络等因素在家庭内部的代际传承更强意味着更弱的代际流动性。 

 （2）人力资本投资效率𝜃，即私人和公共投资对于人力资本积累的效率越高，IGE 越大。

这是因为更高的人力资本投资效率会强化家庭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使得在给定收入条

件下，家庭倾向于把更多的资源投给下一代，从而强化了父母收入和子代收入之间的相关性。 

 （3）人力资本的边际收入回报 p，即人力资本转化为收入的效率越高，IGE 越大。与

（2）的逻辑一致，更高的 p 也会强化父母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同时，如前文所述，p 可

以代表技能溢价，即在一个时间截面上，不同技能水平的劳动者之间的工资差距，是对收入

不均等程度的一个刻画。方程(9)表明，IGE 与 p 正相关，这与“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给出

的预测相一致，即截面上收入差距更大的国家和地区，往往也具有更低的代际收入流动性。 

 （4）政府支出对于低收入家庭子女的倾向程度𝛾，即政府支出的再分配力度越小，IGE

越大。同时，方程(9)表明，政府支出的倾向程度𝛾对于 IGE 的影响程度，取决于人力资本投

资在子代收入上的边际回报率（𝜃𝑝）的大小，如果人力资本投资效率更高，或者人力资本在

劳动力市场上的边际回报更高，这时政府再分配力度的加大对于提高代际流动性具有更强的

作用。 

 

图 1：收入的代际传递机制 

注：上图中的“+”号表示箭头两端的两个变量之间正相关，箭头上方或两侧的内容表示箭头两端的

两个变量之间产生关联的作用机制。带圆圈的数字表示本文第二部分第（二）节提到的关于代际流动性理

论机制的扩充方向，具体含义为：①婚姻配偶选择机制通过收入和禀赋方面的正向匹配，一方面可以缓解

信贷约束，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提高子代禀赋水平。②家庭生育决策（减少子女数量）可以增加子代单个人

的人力资本投资。③物质财富直接转移帮助缓解人力资本投资中的信贷约束。④政府转移支付和公共财政

支出如果表现为生育补贴、带薪休假等形式，则可以通过向低收入家庭倾斜的方式以公共投资弥补家庭私

人投资；如果表现为提高婴幼儿抚育机构、初等教育或者基本医疗质量等形式，则可以通过提高投资转化

为资本水平的效率，从而部分弥补子代禀赋较低的先天劣势。⑤预期寿命的不平等水平意味着更高的人力

资本投资回报率。 

 

基于上述模型和讨论，禀赋继承和人力资本投资是塑造代际收入相关性的两条最主要的

途径。图 1 对此进行了总结，具体来说： 

第一，父母收入与父母自身的个人禀赋正相关，所以父母收入高意味着子代通过禀赋继

承获得的初始禀赋高，从而可以实现相对较高的成年收入； 

第二，收入更高的家庭中，父母用于子代人力资本投资的资源更多。在不存在借贷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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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下，家庭效用最大化决策下的子代的人力资本投资仅取决于个体禀赋。即使低收入的

父母也可以通过借贷的方式以市场利率获得投资本金，所以子代的人力资本积累以及收入与

父母收入无关。但是，在存在借贷约束的情况下，低收入的父母不能通过透支未来消费从市

场上获得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所需要的资金，只能通过减少自己的消费来进行人力资本投资，

这会使得父母自身消费的边际效用上升，即人力资本投资的边际成本上升，从而导致子代所

获得的人力资本投资受限，限制其收入提高。 

（二）理论机制的扩充 

对于上述基准理论框架，已有文献从若干不同的方向进行了丰富和扩充。这些拓展仍然

是围绕禀赋继承和人力资本投资这两个核心影响渠道，将这两个渠道的作用机制进行深入和

细化，将一些经济过程（如婚姻和生育决策）内生化，或挖掘更丰富的异质性。为了在逻辑

上更直观地展示，在图 1 中，我们标注了这些丰富和扩充的所对应的基准理论框架中的环

节。以下本文分几个方面对这些丰富和扩充进行介绍： 

（1）婚姻配偶选择机制 

选择性婚配（assortative mating）是指婚姻双方的匹配不是随机的，而是基于某些个体

特征的。Gary Becker 在此问题上做出了开创性的理论贡献（Becker, 1973, 1974, 1981）。在理

论上，婚姻带来的收益包括若干方面，包括夫妻二人生产上的互补性（比较优势和专业化分

工），消费上的互补性（家庭内部的公共品消费），风险分担，缓解预算约束等。婚姻的不同

方面的功能意味着婚姻的双方是更加倾向于正向选择性匹配还是负向选择性匹配，即个体特

征更相似的人之间进行匹配，还是个体特征差异更大的人之间进行匹配。5 

实证证据表明，婚配市场上的匹配主要表现为正向选择。在这种情况下，收入水平类似

的个体组建家庭进一步固化了收入阶层，降低了收入流动性。Kremer（1997）发现在美国，

配偶双方在受教育年限上的相关程度达到了 0.6 以上；Haider（1998）也发现配偶双方的小

时工资率的相关性达到 0.3 以上。另外，已有文献普遍发现，相比与男性，选择性婚配在女

性的代际收入流动性中发挥着尤为重要的作用，女性配偶的收入与女方父母收入间的相关性

几乎与女方自身收入与其父母收入间的相关性一致（Atkinson et al., 1983; Altonji and Dunn, 

1991; Lillard and Kilburn, 1995; Chadwick and Solon, 2002; Blanden, 2005）。 

（2）家庭生育决策 

基于数量-质量权衡理论（Becker and Lewis, 1973; Becker and Tomes, 1976），随着子女数

量增加，提高子代平均人力资本水平（质量）的边际成本增加。所以孩子数量多的家庭，平

均到每个孩子身上的人力资本投资更少，从而导致子代平均质量下降，例如表现为成年收入

下降。 

通常情况下，观测到的子女质量对于家庭收入的弹性较高，而子女数量的收入弹性较低，

甚至为负。Becker 和 Tomes（1976）将子代个体禀赋的异质性纳入模型，得到了类似结论，

并且进一步表明，随着父母收入增加，子女质量的收入弹性下降，而子女数量的收入弹性却

增加，因此可能出现低收入家庭的子女数量随着收入增加而下降，而高收入家庭的子女数量

                                                        
5 例如，个体特征影响了个体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生产率，进而影响了工资。婚姻的收益来源于配偶双方可

以根据生产率上的比较优势来进行劳动力市场-家庭生产间的专业化生产：市场工资水平相对高的个体选择

就业，获得工资收入，购买市场交易品，而工资水平相对低的个体选择退出劳动力市场，把市场交易品与

家庭生产时间结合，产出可消费的家庭生产品（唯一的效用来源），从而最大化家庭总效用。在这种情况下，

婚配市场会表现出负向选择的特征，即工资水平高的个体倾向于与工资水平低的个体组建家庭。关于家庭

的经济功能与婚姻匹配之间的关系，请参阅 Browning 等（2014）。 

    而另一方面，在配偶间劳动力市场生产率的比较优势和配偶双方私人消费的基础上，Lam（1988）又引

入家庭公共品的消费，同样由市场交易品和配偶双方的家庭生产时间作为投入要素，并且假设不同收入水

平的个体对于家庭公共品具有不同的偏好。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倾向于与收入水平类似、偏好类似的个体

组建家庭以最大化从私人消费和家庭公共品消费中获得的效用，即正向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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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收入增加而增加。 

此外，Becker 和 Tomes（1976）将数量-质量权衡理论与社会流动性相结合，提出子女

数量与社会流动性负相关，而子女质量（由禀赋和人力资本投资共同决定）与社会流动性正

相关。基于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家庭调查（Kiser and Whelpton, 1951）也证实了这一结论。

近些年来的实证结果也表明，低收入家庭的生育率普遍高于高收入家庭，发展中国家的人口

增长率也显著高于发达国家（Adsera, 2005）。Yu 等（2021）以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实施作为准

实验（quasi-experiment），发现生育数量的下降会导致代际收入流动性的下降。由于实施力

度、惩罚的可信程度等方面的城乡和地区差异，该政策对于低收入家庭的生育决策限制更弱，

其生育率下降幅度小，因此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间扩大的生育率差距强化了人力资本投资的

不平等水平，从而放大了不平等的代际传递。据估计，独生子女政策可以解释近几十年间中

国代际收入流动性下降的 40%左右。 

（3）物质财富直接转移 

父代对子代的人力资本投资在子代收入上的边际回报是下降的，与之相比，物质资产的

直接投资可能边际回报下降更慢，基于这样的前提假设，随着子代人力资本投资增加，当其

边际收入回报等于物质资产回报率后，父母会选择直接将物质资产赠与子代，而不是通过人

力资本投资（Becker and Tomes, 1986）。研究代际财富相关性的文献也证实了这一机制

（Stiglitz, 1969; Boserup et al., 2013）。 

此外，Becker 和 Tomes（1976）认为在同一家庭中，财富的直接转移缓解了由于子代禀

赋差异而导致的子代收入不平等程度。一方面，因为禀赋高的个体的投资边际产出更高，所

以为了降低人力资本投资的平均成本，父母倾向于为禀赋高的子女进行更多的投资，从而加

剧了兄弟姐妹间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另一方面，为了弥补禀赋的劣势，父母会给予禀赋低的

子女更多的非人力资本（物质资产）投资，从而降低了兄弟姐妹间财富的不平等程度（相对

于收入）。关于父母根据不同子女的初始禀赋进行的投资的配置，是强化（reinforce）还是弥

补（compensate）了子女之间的人力资本及收入水平差异，Almond 和 Mazumder（2013）对

既有文献进行了回顾。在中国， Li 等（2010）利用双胞胎调查数据，结合“上山下乡”的

历史事件，对父母在不同子女之间配置物质财富的直接转移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分析，在理论

和实证上区分了利他（altruism）、偏爱（favoritism）和愧疚（guilt）三种情感动机在这种资

源配置中的作用。 

（4）政府转移支付和公共财政支出 

在存在信贷约束的情况下，富裕家庭孩子获得更多的人力资本投资，所以投资的边际收

入回报更低。基于此，如果将高收入家庭的部分财富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的形式转移到低收

入家庭，则可以提高社会整体的代际流动性（Becker and Tomes, 1986）。Chetty 等（2017）

的发现支持了该观点：近几十年间美国的绝对收入流动性下降主要是由于收入分配结构更加

不平等导致的。如果保持 GDP 增长率与现实一致，但各收入百分位的家庭收入分配比例与

1970 年一致，则绝对收入流动性的下降幅度可以达到 71%；相反，如果收入分布比例与现

实一致，但是 GDP 增长率提高到 40-70 年代的平均水平，则绝对收入流动性的仅下降 29%。

因此，提高代际收入流动性需要更加完善的再分配机制。 

此外，Solon（2004）提出政府政策对于劳动力市场不平等的代际影响，取决于这些政策

所偏向的收入阶层。假设相同数量的教育支出，可以用于提高面向所有人的幼儿教育和中小

学教育的质量，或者用于提高针对少数人的私立高等教育。很明显，前者对于较低收入群体

的福利促进作用更显著，从而更有利于代际收入流动性提高。除了教育支出，这一原则同样

也适用于有关其他人力资本的公共政策，比如医疗保健，以及帮助父母平衡工作和生活的法

规和政策。Black 等（2013）也指出，北欧国家普遍较高的代际收入流动性主要是由于更加

集中的收入分布，或者是由于儿童抚育和教育相关的公共政策使得教育机会更加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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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资源配置不当的情况下，公共资源总量的增加可能反而加剧代际收入不平等。例如，

Li 等（2013）发现，在公共财政支出存在错配的情况下，代际收入的相关性随着政府教育支

出的增加而增加。类似地，Fan 等（2021）发现，随着中国公共教育支出和大学扩张，收入

底部 20%的家庭的孩子的收入排序反而下降，这是因为教育资源的不平等分配降低了贫困

家庭的孩子进入精英大学的可能性。这一发现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即助学贷款和奖学金等

帮扶项目应进一步加强对低收入家庭的针对性和倾向性，同时要着力缩小公共教育质量的地

区和城乡差距。 

（5）预期寿命的不平等水平 

一般而言，来自富裕家庭的个体享有更长的预期寿命和更好的健康状况，从而具有更长

的工作年限和在单位时间内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积累更高的终生收入，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固

化了收入不平等水平。此外，预期寿命会影响父代对子代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从而影响代

际流动性。例如，Jayachandran 和 Lleras-Muney（2009）发现 1946-1953 年间斯里兰卡产妇

死亡率的下降提高了女性的预期寿命，进而显著提高了女性相比于男性的识字率和受教育年

限。 

早期文献认为，当个体收入超过某个临界值时，预期寿命不再随着收入增加而增加，但

Chetty 等（2016b）发现在美国的整个收入分布上并不存在这一临界值。对于男性和女性而

言，收入底部 1%和顶部 1%的预期寿命差距分别为 14.6 年和 10.1 年。而且，预期寿命的不

平等程度随时间增加。2001-2014 年间，收入顶部 5%的男性预期寿命延长 2.34 年，女性 2.91

年；而收入底部 5%，分别为 0.32 和 0.04 年。而且，Chetty 等（2016b）发现低收入个体的

预期寿命和健康行为（比如吸烟、肥胖率、运动率）显著相关，而与医疗服务的可获得性、

物理环境因素、收入不平等水平和劳动力市场状况等因素不相关。因此，政府倡导个体养成

健康良好的生活习惯，对于提高居民健康状况和预期寿命、增加工作年限、提高低收入家庭

终生收入水平十分重要。 

（三）小结与展望 

从总体上看，代际流动性的理论研究在若干方向上对 Becker 和 Tomes 的框架进行了丰

富，但进展的速度还处于相对缓慢的状态，理论的拓展基本没有超越 Gary Becker 奠定的人

力资本和家庭经济学理论的框架。结合最近十余年来微观经济学和人力资本领域的理论进

展，我们认为关于代际流动的理论分析还有如下几种可能的拓展方向：（1）打开“人力资本”

的黑箱，除了传统的教育、健康等维度的人力资本之外，结合人力资本理论上的新进展，考

虑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等维度及其相互关系，以及更细致地刻画父母的人力资本投资行为

（比如信念、教养方式等的作用）及其对代际流动性的影响（Heckman, 2007; Cunha et al., 

2010; Doepke and Zilibotti, 2019）；（2）打开“禀赋传承”的黑箱，除了引入物质财富的传递

之外，可以结合行为经济学理论的新进展，考察偏好（如时间偏好、风险偏好、社会性偏好

等）、认知约束等方面的代际传递及其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Fagereng et al., 2021）；也

可以结合社会网络理论的新进展，研究社会资本在塑造代际收入流动性中的作用（Chetty et 

al., 2022a, b）。 

三、数据来源、测度指标和计量偏误 

理论方面，现有文献对于代际流动性的理论构建的讨论已经较为完备；但是由于代际流

动性的准确估计对数据要求较高，因此实证研究起步较晚，直到最近 10 年才凭借行政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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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的相对普及得以蓬勃发展。6在以 Solon（1992）和 Zimmerman（1992）等为代表的颇具影

响力的论文发表后，以代际收入弹性衡量代际流动性的实证研究成为一支很重要的文献。近

十年来，现任教于哈佛大学的 Raj Chetty 教授及其合作团队基于美国的行政大数据，进行了

一系列扎实的、具有深刻现实意义和政策含义的实证研究，引领了当今代际流动性研究的学

术前沿。而与此同时，代际流动性估计的跨国比较的标准还在逐步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对

代际流动性的估计在样本选择、数据处理、指标构建等方面依然存在诸多挑战。 

（一）数据来源 

为了得到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准确估计，用于研究的数据需要满足若干较为“苛刻”的

条件：第一，需要将父母与子女进行匹配；第二，需要长期的跟踪调查或记录，以获得子代

成年时的收入数据；第三，样本需要具有足够的代表性，父母收入的衡量指标需要充分代表

家庭的长期经济状况和可用于子代人力资本投资的经济资源，而不仅仅是有限年间的收入数

据。总之，数据既需要保证收入数据的准确性，同时需要保证样本在足够长时间内保持对于

整个收入分布的代表性。以下本文介绍三种常见的数据来源： 

1. 家户调查数据 

早期文献多使用家庭住户调查数据，但是实际可得的调查数据源大多具有以下问题：第

一，样本个体流失的问题；第二，样本量很小，尤其是施加约束条件或者进行分群体的异质

性分析时，样本量可能仅有几百个；第三，样本中一般缺少收入顶层个体，因此对于整体收

入分布的代表性可能有系统性偏误；第四，包含的收入数据年份较少，取有限年份的收入平

均值不能充分反映父辈和子代的永久性收入，因此衰减偏误和生命周期偏误较为严重

（Mitnik et al., 2015）。比如，就美国而言， Panel Study of Income Dynamics（PSID）和 National 

Longitudinal Survey of Youth（NLSY）为代际流动性研究中最常用的两个调查数据库。但是，

由于调查的重点、抽样方法、统计口径等方面的差异，即使选用相似的样本，使用二者的 T

估计值依然存在系统性差异：当研究出生年份较早的个体时，NLSY 估计值一般低于 PSID；

而研究出生年份较晚的个体时，情况相反（Corak, 2006）。 

2. 人口普查数据 

另一种可能用于代际流动性估计的数据则是人口普查微观抽样数据。但如果只依靠人口

普查数据估计代际流动性，则存在样本代表性方面的局限性：人口普查往往以家户为样本单

位，而如果父代与子代不住在同一个家户当中，则难以匹配，这导致最终匹配成功的都是父

代与子代同住的家庭，这个样本显然不具有足够的代表性，比如在我国，相比于成年女性，

成年男性与父母同住的概率显著更高。这种同住带来的样本选择问题会造成代际流动性估计

的偏误，Emran 等（2018）专门就此问题进行了讨论。 

3. 行政大数据 

近年来，行政大数据在代际流动性研究中的应用日益广泛。Mazumder （2005）最先使

用行政数据来研究代际流动性。通过将 Survey of Income and Program Participation（SIPP）与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SSA）收入记录进行匹配，Mazumder（2005）估计美国的代

际收入弹性大约在0.6左右。自此以来，越来越多的代际流动性的研究开始使用行政大数据。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 Raj Chetty 使用的美国行政大数据所进行的一系列研究，这些研究的成

果和部分可公开的数据都集中在 Opportunity Insights 平台上。7Chetty 等（2014a，2014b）第

一次使用匿名化的联邦收入税务记录数据，时间跨度为 1996 年至 2012 年，涵盖超过 4000

                                                        
6 行政大数据作为大数据的一类，通常是指政府部门为了特定的行政管理目的——包括教育、医疗、社会

保障、税收、海关管理等——而系统性地收集的数据（Elias，2014）。在代际流动性的研究中使用较多的税

收数据和社保数据就属于行政大数据中的一种。Card 等（2010）阐述了美国的行政数据的可得性不断提高

对于经济学研究的促进作用。 
7 平台网址：https://opportunityinsght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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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子代个体及其父母的收入。数据库具体包括收入税数据（1040 forms）和第三方收入信息

（比如 W-2 forms），后者可以提供没有提交纳税申报表的个体的收入数据。由于美国纳税申

报表的申报比例很高，所以分析样本中父母与孩子的匹配率也很高，出生于 1980-1991 年间

的孩子中有 95%都可以被成功匹配。除了在美国，同样类型的数据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北

欧国家的代际流动性研究中也得到日益广泛的应用（详见本文第四部分的介绍）。使用行政

数据研究代际流动性，已逐渐成为本领域研究前沿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 

行政大数据的应用为回答新的研究问题，得出新的研究结论提供了条件。首先，以美国

为例，行政大数据的应用得到的结论显示，以往使用家户数据进行的分析高估了美国的代际

收入流动性，而且美国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在 20 世纪中期以来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Chetty 

et al., 2014a, 2014b）。同时，基于住户调查数据得到的代际流动性估计通常只在国家层面或

较大的地理区域层面，而依靠行政数据样本量大的特征，则可以将分析的地理单位不断细化，

如 Chetty 等（2018）可以将代际流动性的估计细化到社区层面，且发现即使在美国的一个县

内部，不同社区之间的代际流动性仍然存在巨大的差异，这样的研究结论对于富有针对性的

政策制定具有重大的价值。与此同时，大样本量使得样本中发生频率较低的事件和较小的变

异性都能够帮助产生可靠的统计推断结论，比如 Chetty 和 Hendren（2018a）使用在不同地

区之间迁移的个体的样本，利用其移民时年龄的差异，识别地区对代际流动性的因果效应，

将其与空间上的类聚（sorting）效应区分开来。8 

总结来看，应用行政大数据研究代际流动性问题的优势体现在多个方面。第一，如前所

述，行政大数据可以覆盖某个群体的整体，而不仅是传统调查中的抽样样本，从而为研究数

量较少的子样本或者小概率事件提供可能，而且也可以从中构建类自然试验；第二，行政大

数据有助于避免样本选择问题，某些拒绝参加社会问卷调查的个体，或者某些不愿向普通调

查人员披露的信息，同样可以被行政大数据所收录；第三，行政数据有利于保证信息的真实

和准确性，从而有助于解决收入的测量误差问题带来的估计偏误；9第四，多个政府部门收

集的不同数据一般具有统一的识别号码（比如身份证号、社保号码等），所以可以较为方便

地将不同来源、侧重于不同问题的数据进行整合，从而实现多维度的分析；第五，同一组行

政大数据可以被应用于不同问题的研究，从长期上来讲可以降低数据收集的成本，减少研究

者所需要承担的成本压力。10 

关于行政数据和家户调查数据之间的关系，本文认为要将二者各自的优势结合起来，扬

长避短，取长补短。目前应用行政数据进行代际流动性研究，主要还是限定于美国、北欧等

部分国家和地区，而多数情形下还是以家户调查数据为主。家户调查数据往往具有抽样科学、

信息全面、可得性强、使用方便等优势，特别是，家户调查数据往往包括一个家户各维度的

信息，其中一些信息往往难以通过行政数据获得，比如观念、偏好、早年经历等，这些信息

可以用来进行丰富的异质性和机制分析，这是家户数据相比于行政数据的重要优势。与此同

时，研究者可以运用行政数据的优势，将其与家户调查数据相互辅助，支持一项研究中的不

同方面的结论，比如用行政数据得出核心结论，而用家户调查数据展开机制分析等，从而使

得一项研究更加丰富和立体。同时，如果能够在保护被访者个人隐私的前提下，将家户调查

数据和行政数据通过个人代码或者地区代码匹配起来使用，则更有助于激发新的研究。 

                                                        
8 这一因果效应识别的另一个常见方法是随机控制实验，比如美国的 Moving to Opportunity（MTO）实验。

但如果仅靠家户调查数据，则难以有足够的差异性（variation）来实现这里的因果识别。 
9 Chetty和他的合作团队基于行政大数据研究代际流动的文献结果表明，之前使用调查数据的代际收入弹

性估计结果被显著低估，由于暂时收入和测量误差导致的衰减偏误比预期更严重；此外，通过将足够长年

份的收入取均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一问题。 
10 需要指出的是，行政大数据在使用过程中也面临一些挑战。这包括个人隐私保护的问题，巨大的数据量

对软件计算能力要求更高的问题，不同行政数据匹配时导致的匹配误差的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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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指标构建 

代际流动性可以基于多个维度的社会经济变量来衡量，这些维度既包括收入，也包括财

富、教育、职业等。相比于财富数据，收入数据的界定标准比较统一，误差较小；相比于教

育和职业等离散变量，收入是连续变量，可以进行各种形式的数值计算和转换，而且收入所

包含的个体人力资本的信息比教育和职业包含的信息更加丰富，因为给定教育和职业，个体

的收入水平还有很大的差异，与一些不可观测的技能和其他社会经济变量相关。本文接下来

主要关注对于收入的代际流动性的实证研究。在文献中，对于收入的代际流动性，衡量指标

主要有以下几种： 

1. 代际收入弹性（Intergenerational elasticity of income，简称 IGE） 

IGE 是文献中最常用的代际流动性的衡量指标，即子代收入（𝑦1𝑖）的自然对数对于父辈

收入（𝑦0𝑖）的自然对数的回归系数𝛽： 

ln 𝑦1𝑖 = 𝛼 + 𝛽 ln 𝑦0𝑖 + 𝜀𝑖, 

              𝛽 =
𝑐𝑜𝑣(ln𝑦0 ,ln𝑦1)

𝑣𝑎𝑟(ln𝑦1)
=

𝑐𝑜𝑣(ln𝑦0 ,ln𝑦1)

𝜎0𝜎1

𝜎1

𝜎0
= 𝑐𝑜𝑟𝑟(ln𝑦0, ln𝑦1)

𝜎1

𝜎0
 ,           (10) 

其中， 𝜎1和𝜎0分别代表子代收入对数和父辈收入对数的标准差。IGE 可解释为子代收入对于

父辈收入的弹性，衡量的是收入的代际持久性，所以 1- 𝛽即可以解释为代际流动性。 

IGE 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由于子代收入对数和父辈收入对数间具有明显的非线性特征，

且估计值对于零收入和极低收入的处理方式比较敏感，所以该指标并不稳健。11在使用行政

大数据时，可以看到在收入底部和顶部，IGE 呈现出明显的非线性形态；而在以往使用小样

本的调查数据的研究中，由于收入信息通常是顶端编码（top-coded），且较低收入家庭经常

收到转移支付和补贴等收入来源，所以收入分布两端的非线性关系的问题更加严重。所以，

IGE 单个指标不能完整准确地刻画整个收入分布上的流动性。 

2. 代际收入相关性（Intergenerational correlation of income，简称 IGC） 

IGE 不仅包含了代际间的收入弹性，也与两代人的整体收入分布有关。比如 IGE 低，可

能仅仅是因为子代的收入分布更加平等，即子代收入对数方差小于父辈收入对数方差（Solon, 

1999），如(10)式所示。IGC 可认为是根据代际收入对数标准差相对大小进行标准化后的 IGE，

排除了两代人各自收入不平等水平的影响：𝐼𝐺𝐶 = 𝐼𝐺𝐸
𝜎0

𝜎1
 。 

3. 相对收入水平的代际转移矩阵（Intergenerational transition matrix） 

为了更加全面的刻画整个收入分布上的向上和向下流动性，可以构建基于相对收入水平

的代际转移矩阵，显示来自收入分布 𝑚% 分位点家庭的孩子的预期收入在其同龄人中到达 

𝑛% 分位点的概率。其中，最常用的是五分位转移矩阵（Zimmerman，1992；Nybom and Stuhler，

2016），即条件于父母收入排序的五分位（quintiles），孩子收入排序处于各五分位数的概率，

用于比较低收入家庭和高收入家庭孩子的成年收入表现（Chetty et al., 2014b）。主要关注收

入底部 20%家庭的孩子留在收入底部 20%和上升到最高 20%的概率（Q1Q1 和 Q1Q5），以

及收入顶部 20%家庭的孩子留在顶部 20%和下降到底部 20%的概率（Q5Q5 和 Q5Q1）。 

4. 代际排序相关性（Rank-rank slope，简称 RRS） 

为了处理零收入和非线性问题，Dahl and DeLeire（2008）提出百分位排序的方法。RRS

即为子代在同代人中的全国收入排序（Rank(𝑦1𝑖)）对其父辈的全国收入排序（Rank(𝑦0𝑖)）

回归的系数𝛾1： 

Rank(𝑦1𝑖) = 𝛾0 + 𝛾1𝛽 Rank(𝑦0𝑖) + 𝜀𝑖 

                                                        
11 如果将零收入个体排除，则会使 IGE 估计产生系统性偏差；如果人为赋予零收入个体一个比较小的值（比

如 1 美元），则赋值大小会对 IGE 估计值产生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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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该指标可以被解释为父母收入在同代人中排序上升 1%，子代预期收入在同代人中排序

增加几个百分点，因此也被称为“相对流动性”（relative mobility）。而这个回归中截距的估

计值则代表的是来自收入底部家庭的孩子的预期收入排序。此外，由于 RRS 将收入的绝对

水平转变成为百分位排序，所以回归中自变量和因变量均为 0-100 的均匀分布，所以二者的

方差相同，不影响回归系数估计。 

相较于 IGE 和 IGC（绝对收入水平的相关性），RRS 是衡量相对收入的流动性的指标，

主要有 3 点优势：第一，可以将零收入包含在内，从而缓解由于排除零收入个体而可能导致

的估计偏误；第二，数据显示，子代和父辈收入排序二者间呈现出几乎完全线性的关系，仅

仅在收入顶部和底部斜率有所增加，且该线性关系在不同的模型设定中始终稳健，对于零收

入和衡量两代人收入的年龄跨度选择也不敏感（Chetty et al., 2014b; Nybom and Stuhler, 2017）；

第三，将收入在全国进行排序便于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地理区域层面、不同群体间的异质性比

较，全国收入排序与绝对收入水平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从而使群体间比较具有统一可量化

的全国标准。由于其显著且稳健的线性特征，RRS 现已成为代际收入流动性研究中被广泛

采纳的指标。12 

5. 绝对向上流动性（Absolute upward mobility，简称 AUM） 

百分位排序的设定存在一个缺陷，即较高的代际流动性可能是由于两个原因导致的：收

入底层家庭的孩子的向上流动性较高，或者是收入顶层家庭的孩子的向下流动性较高。仅通

过父母-孩子收入排序的斜率并不能区分两者。所以为了衡量较低收入家庭孩子的向上流动

性，将来自收入中位数以下的家庭的孩子的平均预期收入排序定义为“绝对向上流动性”。

由于排序拟合的线性性，该指标等同于位于收入 25%分位的家庭的孩子预期收入排序。类似

地，为了衡量较高收入家庭孩子的向下流动性，计算来自收入中位数以上的家庭的孩子的平

均预期收入排序，定义为“绝对向下流动性”（absolute downward mobility, 简称 ADM）。由

于排序拟合的线性，该指标等同于位于收入 75%分位的家庭的孩子预期收入排序。AUM 和

ADM 的数学表达式为： 

AUM = E(Rank(𝑦1𝑖)| Rank(𝑦0𝑖) = 25%), 

ADM = E(Rank(𝑦1𝑖)| Rank(𝑦0𝑖) = 75%). 

6. 绝对流动性的代际转移矩阵（Intergenerational transition matrix of absolute mobility） 

绝对流动性的代际转移矩阵，是计算条件于父母收入排序五分位，孩子收入超过父母收

入的 100%、120%和 150%等比例的概率，比较的是不同代之间收入的绝对水平。相对流动

仅仅考虑在收入分布中各个位置的相对增长效应，但是绝对流动性同时考虑到代际间经济整

体增长的影响。Chetty 等（2017）在估计美国代际流动性时，使用孩子收入超过父母收入的

比例作为绝对流动性的指标。考虑到中国近年来经济的飞速增长，Fan 等（2021）在估计中

国的代际流动性时间趋势时，同时考虑了收入超过 120%和 150%的比例。 

7. 收入比例流动性（Income share mobility，简称 ISM） 

RRS 不能显示关于代际收入变化幅度的相关信息，而且百分位排序掩盖了收入分布不

同位置的收入差距绝对值差异，因此 Bratberg 等（2017）提出可以使用收入比例流动性来描

述代际流动性，其定义为子代个体收入与子代平均收入的比值和其父母收入与父辈平均收入

的比值之差，在平衡面板数据中可以被解释为同一家庭两代人在各自一代人中所分得的

GDP 比例之差。收入比例流动性的表达式为 

𝐼𝑆𝑀𝑖 =
𝐼𝑛𝑐𝑜𝑚𝑒1𝑖

𝐸(𝐼𝑛𝑐𝑜𝑚𝑒1𝑖)
−

𝐼𝑛𝑐𝑜𝑚𝑒0𝑖

𝐸(𝐼𝑛𝑐𝑜𝑚𝑒0𝑖)
, 

                                                        
12 RRS 与 IGE 高度相关，但是当两代人收入不平等水平发生显著变化时，二者差距较大（Mazumder, 2015）。

具体而言，若两代人的收入分布均值不变，但子代之内的不平等水平相比于父代上升，就估计值而言，IGE

会增加，而 RRS 保持不变；若收入分布整体平移时，IGE 和 RRS 都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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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𝐼𝑛𝑐𝑜𝑚𝑒1𝑖和𝐼𝑛𝑐𝑜𝑚𝑒0𝑖分别代表家庭 𝑖 的子代和父代的收入。 

（三）常见偏误 

基于以往文献，对代际流动性的估计往往可能面临以下 3 种偏误。对这些偏误的解决方

法，通常对数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生命周期偏误（Lifecycle bias） 

生命周期偏误是代际流动性的估计中最常见的偏误类型，首次由 Jenkins（1987）提出，

其含义是个体暂时收入与终生收入在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有系统性偏差。一般而言，个体暂

时收入在整体生命周期中呈现出上凸形态，即在生命早期及晚期，个体收入一般比较低。所

以基于过早期收入的子代收入排序通常会低估代际流动性（Reville, 1995; Solon, 1999; Grawe, 

2006）；类似地，随着度量父亲收入的年龄增加，IGE 的估计值也会下降（Grawe, 2006; Nilsen 

et al., 2008）。Nybom 和 Stuhler（2016）发现基于人生中期到晚期的收入的 IGE 估计受该偏

误影响较小。此外，不同个体在生命周期中的收入形态也不同，在一定年龄段内，个体收入

会随着年龄增加而增加，具有较高终生收入的个体在此阶段表现出更高速率的收入增加

（Solon, 1999; Haider and Solon, 2006; Grawe, 2006）。13由于数据限制，许多代际流动性研究

会使用子女较早年和父母较晚年的收入数据，这可能导致教育水平较高的子女的终生收入被

低估，而教育水平较高的父母的终生收入被低估，又因为教育水平在家庭内部是相关的，这

会给 IGE 的估计带来偏误。就解决方法而言，在文献中被普遍接受的处理方法是计算个体

的中年平均收入（30-40 岁左右），这可以最小化生命周期偏误（Haider and Solon, 2006; Chetty 

et al., 2014a, b; Nybom and Stuhler, 2016）。此外，根据 Nybom 和 Stuhler（2016），前面介绍

的 RRS 这一指标是对于度量收入的年龄最不敏感的，使用 RRS 可以缓解生命周期偏误对估

计的干扰。 

2. 衰减偏误（Attenuation bias） 

根据 Solon（1989，1992）和 Mazumder（2005），该偏误来源于收入的暂时波动。若计

算终生收入所使用的数据年份过少，则其可能存在较大测量误差，这会低估代际收入相关性。

具体而言，仅仅使用某一年的收入数据来衡量的终生收入仅是实际值的 𝜎𝑦
2 (𝜎𝑦

2 + 𝜎𝑣
2)⁄ ，其

中𝜎𝑦
2为一代人的终生收入的方差，𝜎𝑣

2为收入的暂时波动的成分的方差（Solon, 1989, 1992）。

Baker 和 Solon（2003）以及 Mazumder（2005）发现，观察到的暂时性收入波动的方差𝜎𝑣
2在

整个生命周期中呈现 U 形，在个体 40 岁左右时达到最低。这意味着在生命周期的特别早期

或特别晚期（收入观测值扰动项方差较大时）衡量父母收入可能会加剧代际流动性估计中的

衰减偏误。 

在文献中，有如下几种对于衰减偏误的解决方案：第一，Peters（1992），Zimmerman（1992），

以及 Björklund 和 Jäntti（1997）提出，在测量误差或者暂时收入波动不存在序列相关的假设

前提下，使用多年的平均收入作为永久收入的代理变量可以降低误差。14例如，Chetty 等 

（2014a, b）使用 1 到 17 年的平均收入作为终生收入的指标分别估计代际相关性，发现仅使

用 1 年的收入观测会显著低估回归系数，但使用的收入数据超过 5 年时，结果变化不大。第

二，尝试引入其他不随生命周期发生变化，但与终生收入相关的人口特征变量（比如种族、

教育水平等）作为收入的工具变量（Mazumder，2005）。比如 Gong 等（2012）在估计中国

IGE时，使用包括教育水平在内的人口统计学变量作为永久性收入的工具变量；Fan等（2021）

使用父母受教育水平及其与户口类型、出生组别和地区的虚拟变量的交互项作为终生收入的

                                                        
13 Haider and Solon（2006）发现在回归中加入年龄的多次项仅能调整年龄对于收入的平均影响，但是无

法控制个体异质性的与收入平均增长速率的偏离，因此并不能完全消除生命周期偏误。 
14 同时，根据 Mazumder（2005）的估计，如果收入中的暂时波动的持续性强，即使 5 年的平均收入（文

献中计算平均收入常用的时间跨度）也不是很好的代理变量，仍然会使得永久性收入的代际相关性被低估

3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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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变量，并使用工具变量计算的收入来代替收入的原始数据进行估计，以尽可能降低暂时

收入冲击带来的衰减偏误。第三，就不同估计指标的对比而言，Nybom 和 Stuhler（2016）

使用瑞典的年度收入数据，发现相比于 IGE 和代际对数相关性，RRS 和收入代际转移矩阵

受到衰减偏误的影响较小。第四，为了处理父母和子女收入的测量误差，已有文献还会用不

同的收入衡量指标来进行稳健性检验。比如对于衡量父母收入，可以单独使用父亲或者母亲

的个人收入，与使用家庭总收入对比；此外，可以使用不同的收入统计标准，比如排除资本

和其他非劳动收入，不考虑转移支付等。 

3. 选择偏误（Selection bias） 

人口普查和一些家户调查仅对居住在该家庭中的个人或与该家庭保持密切经济关系的

个人进行访谈，因此会受到两种选择偏误的影响。第一，父母子女同住偏误（selection on 

cohabitation），即孩子结婚后，通常会离开父母的家庭，组建新的家庭；家庭调查仅包含父

母的家庭或者孩子的家庭，而不会同时包含二者。第二，暂时移民偏误（selection on temporary 

migration），即家庭调查通常不包括暂时移民的收入信息。由于发展中国家国内地区发展水

平差异大，为了寻求更好的就业机会而暂时移民的人口数量大，所以该偏差在发展中国家可

能尤为严重。 

选择偏误的处理对数据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例如，在上文提到的 Raj Chetty 团队使用的

美国的行政大数据中，绝大多数成年子女的信息可以与其父母的信息匹配，这在很大程度上

避免了选择偏误的影响（Chetty et al., 2014b）。而在研究发展中国家代际流动性的文献中，

仅有少数文章考虑了选择偏误。比如在研究中国代际流动性时，Fan（2016）沿用了 Deng 等

（2013）的方法，使用地区的父母子女同住比例作为工具变量来处理同住偏误；然而，暂时

移民偏误依然没有被考虑。Fan 等（2021）使用 Heckman 选择模型来处理选择偏误问题。

Alesina 等（2021）在研究非洲 27 个国家的代际流动性时，选择 14-18 岁的孩子样本，因为

这部分个体大部分人已经完成小学教育，且一般和父母住在一起。 

四、跨国结果比较 

本部分讨论世界各国关于代际流动性的估计，对这些估计结果进行简述和比较。早期关

于代际流动性的实证研究主要聚焦于北美和北欧地区的发达国家。近些年来，随着发展中国

家经济迅速发展和数据的可得性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文章开始关注发展中国家的代际流动

性演变。同时，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聚焦于代际流动性的跨国比较和时间趋势，一些文献也

系统地总结和对比了此前的实证文献，比如Solon（1999）、Black和Devereux（2011）关注文

献中IGE的估计结果比较，而Björklund and Salvanes（2011）聚焦于家庭背景对于教育成就的

影响。从总体上看，诸多文献在数据选择、指标构建、变量范围界定、偏误处理方法等方面

具有较大的差异性。此外，相较于发达国家比较完备、开放的数据来源优势，发展中国家的

数据质量更加参差不齐，估计结果波动范围更大。以下我们从数据来源、衡量指标、变量界

定、偏误处理方法和估计结果这几个方面进行论述。同时，本文附录的表A1从样本国家、数

据来源、年龄段、样本数量、测算结果、以及偏误处理方法等角度对跨国的实证文献进行了

列举，供读者参考。 

（一）数据来源 

早期文献多使用调查数据，而近些年来的文献逐渐开始使用行政数据，最常用的是税收

数据与人口普查数据相结合。得益于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北欧国家的行政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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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面广、时间跨度大，可使用 10 年以上的个体收入取均值来衡量永久收入，并且选用生

命中期具有稳定收入的时间段（40 岁左右），来降低衰减偏误和生命周期偏误的影响（Nybom 

and Stuhler, 2016; Schnelle, 2015; Eriksen and Munk, 2020）。而美国（Chetty et al., 2014a, b）、

加拿大（Corak and Heisz，1999；Connolly et al.，2019）、澳大利亚（Deutscher and Mazumder，

2019）等的税收数据开始年份比较晚，所以衡量子代收入时仅能选用 30 岁初期，这时个体

收入尚未达到稳定，这可能导致低估代际收入的持续性。相比于发达国家，有关发展中国家

代际流动性的研究起步较晚，相关研究并不多，而且由于行政数据的不可得性，代际流动性

研究一般只使用调查数据或人口普查数据，比如在中国（Fan, 2016; Fan et al., 2021; Yu et al., 

2021）、拉丁美洲（Yavuz et al., 2019）、非洲（Alesina et al., 2021）等国家和地区的研究。 

（二）衡量指标 

已有文献多以收入作为主要的结果变量。此外，部分文献使用财富作为主要指标，认为

家庭财富可以更加准确地代表可用于子代人力资本投资的经济资源，而且财富的暂时波动要

小于收入（Charles and Hurst, 2003; Boserup et al., 2013）。除此以外，考虑到收入和财富的暂

时性波动及其与终生可支配经济资源的偏离，另一支文献关注以受教育水平和职业选择为衡

量指标的代际流动性，因为后者在个体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相对稳定，比如同是使用父亲或

者母亲为双胞胎的数据，Behrman 和 Rosenzweig（2002）、Antonovics 和 Goldberger（2005）

发现父亲和母亲的受教育年限每增加 1 年，子女的受教育年限分别平均增加 0.5 年和 0.3 年

左右；此外，Bingley 等（2009）和 Pronzato（2012）发现两个估计值均在 0.2 年左右。 

（三）变量界定 

对于收入变量的界定，不同文献在多个方面存在差异。首先，文献中对于收入的定义具

有较大差别，尤其是税收数据中，个体收入来源可能出现在多个申报表中。除了劳动工资收

入以外，对于自主创业收入、免税利息收入、失业救助、转移支付等的不同处理会影响结果。

一般而言，由于劳动工资收入一项收入不足以衡量家庭的可支配经济资源，所以仅仅使用劳

动工资收入估计得到的 IGE 最低（Deutscher and Mazumder，2019）。其次，零收入的处理也

会影响代际收入相关性的估计结果。相比之下，RRS 的估计可以将零收入个体包含在内，且

结果比较稳健。Chetty 等（2014b）发现，如果将零收入个体人为赋予即使很低的收入，比

如 1 美元，也会明显提高 RRS，即排除零收入个体会低估代际收入相关性。最后，计算两代

人收入时，以子代家庭收入衡量，还是仅仅选用孩子自身收入衡量，也会对结果造成影响。

一般而言，由于婚配选择与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相关性强，所以以子代家庭（自己及配偶）

收入衡量的 RRS 更大，即家庭组建加剧了代际的收入相关性（Chetty et al., 2014b; Deutscher 

and Mazumder, 2019）。15  

（四）偏误处理方法 

受限于数据质量，为了处理 IGE 的估计偏误，文献中常用以下方法：第一，直接使用子

代和父辈的年龄及其二次项作为控制变量（Solon, 1992; Corak and Heisz, 1999; Murray et al., 

2018; Yavuz et al., 2019）；第二，将样本中的子代个体年龄限制在一定区间内，比如 30-40 岁

（Corak et al., 2014），35-38 岁（Mitnik et al., 2015），40 岁上下 2 年内（Mazumder, 2015），

36-41 岁（Schnelle, 2015）等；第三，使用在生命周期中较为稳定的个体特征（比如：父亲

的职业和教育水平等）作为父辈收入的工具变量进行估计（Nybom and Stuhler, 2016；Schnelle, 

2015）；第四，使用 Heckman 两步法，首先使用 Probit 模型估计零收入个体的选择问题，基

                                                        
15 此外，Chetty等（2014b）发现，仅使用父母一方收入与使用父母家庭收入的 RRS 估计值差距不大（下

降 10%），可能是因为双亲家庭与单亲家庭的孩子的平均收入排序表现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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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此预测全样本的收入（Fan et al., 2021）。16 

（五）估计结果 

从总体上看，现有研究对世界各国的代际流动性的估计结果体现出如下几个特征： 

第一，国家之间在代际流动性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根据 Corak（2006）、Black 和 Devereux

（2011）的总结，英国、美国和法国的代际收入流动性较低，而北欧国家（比如芬兰、挪威

和丹麦）的代际收入流动性较高。被普遍接受的是，公共教育体系更加完善的国家一般有较

低的 IGE，尤其是用于初等教育的公共支出更多的国家。当然，由于各国使用的数据来源和

数据处理方法差异较大，国家间的比较可能存在较大误差。 

第二，即使同一国家内部，不同地理区域间（省份、通勤区、县等）的代际流动性也有

很大差异。一般而言，农村地区的代际流动性高于城市地区，而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收入阶

层固化现象往往尤为明显（Chetty et al., 2014b; Bell et al., forthcoming）。 

第三，一国内部不同群体间呈现很强的异质性。Schnelle（2015）发现，对于挪威 1950-

1965 年间出生的个体而言，男性代际流动性明显高于女性，男性具有较高的向上流动性和

较低的向下流动性；虽然随着时间推移，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在劳动力市场上性别歧视弱

化，但是性别差距依然显著；而在美国，Mitnik 等（2015）发现男性和女性代际流动性接近，

IGE 的估计值在 0.4-0.5 之间。17此外，Chetty et al.（2014b）发现 IGE 的性别差异在地区之

间差异性明显，与生活社区的特征（尤其是低收入、单亲家庭的比例）高度相关，且这些不

利特征对于男孩的负面影响远大于女孩。18 

第四，从时间趋势来看，除了少数几个国家的税收数据可以覆盖足够长的时间跨度外，

其余国家的数据不足以探讨代际流动性的时间趋势。Bratberg 等（2005）比较了挪威 1950 年

和 1960 年出生的个体的差异，发现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其代际收入流动性都呈现上升趋

势（男孩 IGE 分别为 0.155 和 0.129；女孩 IGE 分别为 0.221 和 0.126）。但是，Nybom 和

Stuhler（2016）却发现在瑞典，1952-1960 年间，代际收入流动性呈现下降趋势，IGE 从 0.206

上升到 0.274。Chetty 等（2017）发现，在 20 世纪 40-80 年代间，以子代收入超过父母收入

的比例衡量的绝对收入流动性呈现稳定且显著的下降趋势。具体而言，该比例从 40 年代的

90%下降到 80 年代的 50%，且该下降趋势出现在各个收入阶层，但是中产阶级幅度最大。

作者对此的解释是，由于近几十年间，美国 GDP 增长速率放缓，各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速

度放慢，绝对收入流动性呈现下降的趋势。 

就代际流动性变化趋势的影响因素而言，Schnelle（2015）使用双重差分法研究 20 世纪

70 年代挪威的石油产业扩张的资源冲击对于代际流动性的影响。结果发现，石油产业就业

比例高的地区的男性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提升幅度显著高于石油产业就业比例低的地区，而女

性却没有类似的变化。石油产业就业比例高的地区的男性收入分布整体右移主要是由于石油

产业扩张所带来的对于劳动力需求增加导致的。在中国，Fan 等（2021），Yu 等（2021，2022）

                                                        
16 虽然相比于 IGE，RRS 对于零收入的处理和收入计算年龄跨度的选择更加不敏感，但是无论 IGE 还是

RRS，估计值对于零收入的处理和收入计算年龄跨度的选择的稳健性一直是文献的关注重点，而对于最优

处理方法至今也没有定论。在数据允许的情况下，很多文献选用不同的收入定义标准、零收入处理方法和

收入计算的年龄跨度作为稳健性检验。例如，Mazumder（2015）使用美国 PSID 收入数据，涵盖父辈年龄

33-47 岁，子代年龄 37-43 岁，结果显示随着计算收入的年份增加，IGE 上升。 
17 Chetty et al.（2014b）发现，相比于使用子代家庭收入估计的 RRS 而言，仅使用个体收入估计的 RRS 明

显下降，而且女性后代的下降幅度明显高于男性后代（分别为 26%和 6%），可能是因为来自高收入家庭的

女性更可能与来自高收入家庭的男性婚配，从而退出劳动力市场。 
18 除了性别差距，种族歧视也是影响很多国家收入不均等程度的一个重要因素。Chetty等（2020a）发现

不同种族之间的代际收入流动性也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在美国，亚裔的代际收入流动性最高，其次

是白人和西班牙裔，而黑人和印第安人的流动性最低。亚裔孩子的平均收入排序远高于白人孩子，主要是

由于第一代移民通常具有较高的能力但是收入被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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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考察了市场化改革、计划生育政策和贸易开放对于我国代际流动性变化的可能影响，在

下一节中我们对此进行较详细的介绍。 

五、关于中国代际流动性问题的研究 

在本部分，作者主要对于现有文献中关于中国代际流动性问题的研究进行简要的评述。

近年来，中国的代际不平等的问题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随着家户调查等微观数据的日

益丰富，有许多文章对中国代际流动性的现状和趋势进行评估，以及对代际流动性的形成机

制和影响因素进行探究，本文在这部分从以上两个方面对关于中国代际流动性的现有研究成

果进行归纳和分析。19 

（一）代际流动性的现状和趋势 

本节从代际流动性的总体水平、时间趋势、地区和城乡差异、性别差异的角度，对现有

研究中关于中国代际流动性现状和趋势的分析进行简述。 

第一，多数研究发现，我国代际收入相关性的总体水平比较高，代际流动性仍有较大的

提升空间。基于 2010-2016 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Fan 等（2021）估计得到

中国 1970-1980年出生的人和 1981-1988年出生的人与其父辈的 IGE分别为 0.390和 0.442；

Gong 等（2012）基于我国城镇家户教育与就业调查 2004 年的数据，以及城镇家庭收入与支

出调查 1987-2004 年的数据，估计得到样本中父亲和儿子之间收入的代际弹性为 0.63；Deng

等（2013）基于中国城镇家庭收入调查的数据，得到父子配对的代际收入弹性估计值在 1995

年和 2002 年分别为 0.47 和 0.53，高于文献中对部分高收入国家的 IGE 估计值。此外，也有

不少其他研究基于我国的家户调查数据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水平进行估计，均得到较高的

IGE 估计值（何石军和黄桂田，2013；Chyi et al., 2014; 陈琳，2015；Qin et al., 2016; 刘怡

等，2017）。 

第二，从时间维度上看，我国代际阶层固化的趋势尚未得到有效缓解。例如，Fan 等（2021）

发现相比于 1970 年代出生的人，1980 年代出生的人与其父辈的收入相关性显著提高；Xie

等（2022）则对我国 1949 年以来职业和教育的代际流动性的长期趋势进行了刻画，并与美

国相应的出生队列进行了对照，发现工业化促进了职业代际流动性的提高，但如果不考虑工

业化的因素，则职业和教育的代际流动性都呈现下降的趋势。我国代际流动性总体上逐渐下

降的趋势，在文献中已经得到了较多实证证据的支持（Deng et al., 2013; 周兴和张鹏，2013；

李力行和周广肃，2014；杨汝岱和刘伟，2019）；但也有研究发现我国代际流动性在一些时

段内呈现上升的趋势，比如何石军和黄桂田（2013）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的

数据发现在 2000-2009 年间，我国代际收入弹性大体上呈下降趋势。 

第三，我国的代际流动性水平呈现出较大的地区和城乡差异。从代际流动性的水平来看，

相比于农村地区，城镇地区的代际流动性水平更低，代际阶层固化的现象可能更严重（Chyi 

et al., 2014; 徐晓红，2015）；从随时间的变化来看，根据 Fan 等（2021）的估计，沿海地区

的代际流动性下降比内陆地区更快，城市地区的代际流动性下降比农村地区更快。此外，基

于对 IGE 的分省份估计，Fan 等（2021）首次验证了我国内部存在的“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

的现象，即在截面上收入不平等程度更高的地区（比如表现为更高的基尼系数），倾向于具

                                                        
19 曹晖和罗楚亮（2021）从研究年份、地区、数据来源和代际收入弹性的估计结果等方面，用表格的形式

对关于我国代际收入弹性的现有研究进行了总结，这为读者了解关于我国代际流动性的研究现状提供了有

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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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更低的代际收入流动性（Corak, 2013）。 

第四，在性别差异方面，女性面临的代际收入流动性低于男性。已有不少文献证实了这

一点（Qin et al., 2016; Fan et al., 2021; Xie et al., 2022）。Fan 等（2021）同时指出，从 1970 年

代到 1980年代的出生队列，男性的代际收入流动性相比于女性有更快的下降。Xie 等（2022）

强调了我国女性的代际教育流动性持续偏低的现状，且这种情况对于农村的女性尤为明显。

这样的性别差异可能与我国普遍存在的男孩偏好有关。此外，杨新铭和邓曲恒（2016）对于

父亲和母亲收入与子代收入的相关性分别进行了考察，并讨论了父亲和母亲产生影响的不同

机制。 

（二）传导机制和影响因素 

除了对于代际流动性水平和趋势本身的考察，现有研究还对我国代际收入相关性背后的

传导机制，以及代际流动性水平的时间和空间差异背后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以下本文对

此进行简述。 

首先，教育被认为是塑造代际收入相关性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若干文献从理论和实证

上分析了人力资本（教育和健康）的代际传递对于塑造收入的代际流动性的重要作用（李力

行和周广肃，2014，2015；Qin et al., 2016; 杨新铭和邓曲恒，2016，2017；杨沫和王岩，2020）；

阳义南和连玉君（2015）发现教育对于解释子代与父代社会经济地位相关性方面的重要性大

于其他渠道，包括入党、进入体制内单位就业和创业。同时，公共教育资源的增加对于代际

流动性有重要影响，本文在第二部分的理论框架中也给出了相应的预测。罗楚亮和刘晓霞

（2018）发现教育扩张总体上提高了教育的流动性，其中，父母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家庭的子

女从基础教育扩张中获益更大，而父母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家庭的子女则从高等教育扩张中获

益更多；陈斌开等（2021）也利用我国义务教育法的实施带来的外生冲击，发现义务教育对

代际教育流动性的提高具有显著的贡献。 

其次，我国的市场化改革、对外开放和经济转型在塑造代际流动性的时空差异方面扮演

了重要角色。比如，Yu 等（2022）发现中国加入 WTO 显著扩大了中国农村地区的代际不平

等程度，因为在社会经济条件更好的农村家庭中的子女更容易抓住对外开放带来的经济机

会，通过向外迁移获得更高的收入，而那些家庭社会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的子女则更难抓住

这种机会；人口迁移在提升代际收入流动性中的作用也在文献中得到了实证支持（孙三百等，

2012；杨沫和王岩，2020）。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转型对于代际流

动性也产生了重要影响（郑筱婷等，2020）。同时，我国尚处于快速的经济转轨阶段，市场

机制在逐步建立，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可能对于代际流动性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阳义南，

2018；杨汝岱和刘伟，2019）；李力行和周广肃（2015）指出借贷约束的存在会减弱代际流

动性，这也意味着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可能通过缓解借贷约束促进社会流动性的提高；除

此之外，文献中还研究了诸如政治身份、体制内工作等因素对代际流动性的影响，这也体现

了我国作为转型中国家的特征（李力行和周广肃，2014；阳义南和连玉君，2015）。 

同时，文献中还关注了影响我国代际流动性的其他机制，包括家庭和社会网络的作用。

从家庭的角度，Yu 等（2021）发现在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实施后，代际收入流动性下降，这

主要是由于独生子女政策对于富裕家庭和贫困家庭的生育决策影响不同，后者受到该政策的

限制小，生育率下降幅度小，所以二者间扩大的生育率差距强化了人均的人力资本投资的不

平等；刘怡等（2017）证实了在我国婚姻匹配是形成代际收入传递的重要机制，且这种机制

对于女性具有更强的作用，并由此得出了通过调整个人所得税征收方式降低社会收入不平等

程度的政策含义。从社会网络的角度，曹晖等（2021）发现由地区农业禀赋不同导致的社会

网络强度的地区差异是影响代际收入流动性的重要因素。 

（三）小结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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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上述研究，可以发现，关于我国代际流动性的现状和成因，现有文献在一些方面已

经达成共识，这些共识可以作为后续研究展开的基础。这些共识包括：我国代际收入相关性

的水平依然较高，代际流动性亟待提高；这种较低的代际流动性水平在过去几十年间并未出

现明显下降；从影响机制上看，教育的普及对于改善代际流动性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现有研究也存在一些矛盾之处和尚未得到准确完整解答的问题，包括：第一，如

前所述，不同研究估计得到的我国代际流动性的变化趋势有所不同，较多研究发现代际流动

性呈现下降趋势，但也有少数研究发现代际流动性呈现上升趋势。这可能是由于关于国内代

际流动性的现有研究多基于家户调查数据，且在处理一些本文第三部分讲到的估计偏误时存

在数据和方法上的局限性，因此可能在选取样本的代表性、衰减偏误和生命周期偏误的处理

方面难以做到十分完备，加之部分调查数据关于收入的度量数据质量偏低，存在较大的测量

误差，也会影响估计的准确性。对此，我们建议，一方面，在进行实证分析时，对代际流动

性估计可能出现的常见偏误尽可能加以控制和解决，从数据、样本、估计方法等多个角度对

文章结论的稳健性做出支持；另一方面，积极开拓行政数据方面的研究资源，借助行政数据

的一些优势，得出关于我国代际流动性变化趋势评估的结论，并与现有的基于调查数据的研

究进行对照分析。 

第二，关于代际流动性的影响因素，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对我

国代际流动性带来的影响，现有研究尚存在一定争议，且缺乏较扎实的因果证据。现有的研

究多为基于对代际流动性大小的估计，通过对代际流动性的时间趋势、地区差异等方面的描

述，得到关于经济发展的不同方面在塑造代际流动性中的角色的结论。以市场化改革为例，

Fan 等（2021）通过沿海和内地、城市和农村的对比，说明受市场化影响更大的地区可能代

际流动性下降的趋势更为明显；Xie 等（2022）、阳义南（2018）则指出了工业化和市场化在

提升代际流动性方面的作用。从理论上讲，两个方向的影响都有理论上的合理性；在实证上，

为了得出更扎实的结论，可能需要我们在未来的研究中，借助更大的样本，挖掘更丰富的时

间和空间的异质性，并利用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各种政策带来的准实验进行清晰的因果识

别，从而得出更可信、更具有现实政策含义的研究结论。 

六、最新研究方向 

近些年来，得益于更加可靠全面的大数据的普及应用，代际流动性的研究不再局限于单

纯地估计代际流动相关性，而是以此为出发点，从各个角度探究代际流动性的影响因素，尝

试用实证检验模型中的理论机制，从而提出有效可行的政策建议。近 10 年内，从经济学国

际“五大顶级期刊”，以及一些高水平的工作论文来看，代际流动性相关文献的研究前沿主

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向。20 

（一）代际流动性与其他社会经济变量的关联 

大数据的重要优势之一在于不同数据之间的可连接性。在前文中，我们介绍了 Raj Chetty

所带领的研究团队基于美国的个体收入数据进行的关于收入代际流动性及其地区差异的研

究。事实上，该团队还将此数据集与其他数据进行连接，包括专利数据、高校学生的数据、

以及社交媒体的数据等，展开了一系列富有创造性的实证研究，为我们从代际流动性的角度

理解创新与发明、高等教育以及社会资本等问题提供了崭新的视角。以下我们就对这些研究

                                                        
20 “五大顶级期刊”包括（按首字母排列）：American Economic Review，Econometrica，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和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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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简要介绍： 

第一，Bell 等（2019）将美国的专利申请数据、收入数据与学校成绩数据进行匹配，发

现美国的专利发明人高度集中于高收入的家庭中；小学时同样成绩优异的学生，其成年后的

发明产出与其家庭背景仍高度相关。同时，这项研究还利用不同专利技术领域之间的差异性，

识别了孩子幼年成长环境的因素在塑造创新产出方面的代际流动性中的作用。创新是经济增

长的驱动力。在一个社会中，如果很多天赋较高的孩子因其家庭背景的限制而没有得到后续

的培养和上升空间，没有发挥出其在发明创造方面的禀赋，这本身是一种经济机会不平等的

表现，也会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 

第二，Chetty 等（2020b）将美国各高校就读学生的信息与其父母的收入信息相匹配，

考察了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在塑造代际流动性方面的作用。他们发现，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

成年后的收入差异，主要是由父母的收入与孩子所就读的大学之间的关联所解释；美国的大

学在学生家庭背景上呈现高度的分割（segregation），在给定 SAT/ACT 考试分数不变的情况

下，高收入家庭的孩子进入顶尖大学的概率仍然远高于中低收入家庭；改善这种分割的状态

有助于提高美国社会的代际流动性。事实上，这项研究对于理解我国的高考和高校体系在塑

造社会流动性方面的作用具有一定的启发性，这方面值得在我国得到更深入的实证研究。 

第三，社会资本也是塑造代际流动性的重要因素。在本文第二部分提出的理论框架中，

代际传承的禀赋中就包含了社会资本。Chetty 等（2022a, b）使用社交媒体 Facebook 上的朋

友关系的信息，利用网络结构的实证分析方法，在美国的邮政编码地区层面界定了若干种对

于社会资本的度量，并考察了社会资本与地区层面的代际流动性之间的关联，发现高 SES 和

低 SES 的人之间的连接性（connectedness）越强的地方表现出显著更强的代际流动性。这项

研究为关于社会互动、流动性和不平等之间的关系的探究在视角和方法上做出了重大的创

新，也给未来的研究指出了可能的发展方向。 

（二）多代人间的代际流动性 

基于Becker和Tomes（1979）的两代人模型，大多数研究代际流动性的实证文献都仅仅

关注两代人之间的代际流动性，尤其是父亲-儿子之间。但是基因禀赋、财富积累、家庭文

化、社会网络等影响个体人力资本积累的家庭特征具有很强的持久性，因此社会经济地位在

家庭中的传承不仅仅是一阶自回归过程（Mare, 2011; Solon, 2018）。在这个问题上，Stuhler

（2012）在模型中引入市场中的运气因素、技能的多维度特征、祖父母对孙辈的直接影响等，

发现长期的多代之间的流动性会低于一阶自回归过程的假定所预测的水平。 

Lindahl等（2015），Braun和Stuhler（2018），Long和Ferrie（2018），Colagrossi等（2020）

和 Modalsli（2021）使用多代人数据分别研究了收入、教育和职业等社会经济地位变量的代

际相关性，涵盖美国、英国、德国、瑞典等多个国家，均发现即使控制了父辈特征，祖辈以

及更久远的祖辈特征依然会对子代特征产生影响，所以仅使用两代人的实证研究低估了代际

持久性，从而高估了代际流动性。而且，Adermon等（2021）使用整个扩展家庭的数据，发

现除了直系亲属以外，父母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等旁系家庭成员的特征（教育成就）同样与

个体相关，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婚姻匹配在代际流动中的作用。 

此外，Clark等（2015），Clark和Cummins（2015），Barone和Mocetti（2016）和Hao（2021） 

等使用姓氏作为社会经济地位的标志，利用历史数据将个体根据姓氏进行匹配亲缘匹配，同

样证实了很强的多代持久性的存在。使用姓氏作为代际联系的问题在于，同一个姓氏但没有

亲缘关系的个体，可能受到相同的居住地、种族等家族以外的共有特征影响，因此可能高估

代际相关性。因此实证文献中通常选择比较罕见的姓氏以缓解这一问题。Güell等（2015）使

用横截面数据，将罕见姓氏对于个体教育成就的解释力作为姓氏的信息含量，同样发现很强

的代际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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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经济地位、家庭教育与偏好 

禀赋继承和人力资本投资是决定代际流动性的重要因素，其中“禀赋”本身的内涵也非

常丰富。禀赋不仅包括种族、能力、健康状况等特征的基因遗传，也包括家庭所拥有的社会

网络、人际关系、家庭文化（比如目标、观念等）（Becker and Tomes, 1979）；而人力资本投

资也不仅限于以金钱形式进行，父母的时间投入和言传身教都会积累子代的人力资本。因此，

来自于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家庭的个体，不仅享有经济资源的直接优势，而且还会在其他方面

受到家庭背景的间接影响，而后者的作用甚至超过了前者。例如，Lefgren 等（2012）发现

父子代际收入相关性中至多有 37% 是由家庭金融资产的直接因果作用导致的。 

Adermon 等（2021）认为，家庭成员的影响可以通过货币或和非货币投资途径发挥作用，

比如与儿童度过的优质时间，以及通过家庭传统和行为规范、言传身教等途径影响儿童的人

力资本积累。类似的，Falk 等（2021）通过在德国进行随机控制试验，发现来自社会经济地

位高的家庭的孩子更聪明、更耐心、更利他主义、风险偏好的倾向更小，从而实现更好的健

康状况、更少参与风险行为、实现更高的教育水平，从而获得更高的收入。而且，机制研究

也证实了上述观点：父母教育和家庭收入直接影响父母的人力资本投资数量和质量，教育水

平高、收入高的父母，倾向于多陪孩子，且教育方式更倾向于奖励而不是惩罚，而且亲子互

动时间更加高效。在《爱，金钱和孩子》一书中，Doepke 和 Zilibotti（2019）对“教养方式”

（parenting style）这一心理学概念在代际流动性中扮演的作用进行了理论模型和实证的研究，

他们发现，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长更少地使用专制型的教养方式，而更多地使用具有更高

反应性教养方式，这有利于子代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的发展。21 

此外，利用挪威的领养儿童数据的诸多研究也表明，先天基因因素和后天家庭环境培养

对于个体的社会经济偏好、行为都会产生深远影响，比如受教育水平（Björklund et al.，2006），

选举参与度（Cesarini et al., 2014），犯罪行为（Hjalmarsson and Lindquist, 2013），创业行为

（Lindquist et al., 2015），长期健康状况（Lindahl et al., 2016），以及金融市场上的风险偏好

等（Black et al., 2017）。Ager等（2021）使用美国内战废除奴隶制作为外生冲击，发现相对

于奴隶数量更少的富裕家庭而言，南方大奴隶主损失惨重，但是他们的子辈以及孙辈的财产

水平恢复更快，主要是通过联姻以及与其他精英家族的社会网络加速了财产积累，而其他企

业家精神和技能水平等遗传特征作用并不显著。 

（四）区分环境和基因的相对作用 

早期文献使用同一家庭中兄弟姐妹在社会经济方面的结果的相关性，来代表家庭以及社

会背景（观测到的和不可观测的因素）对于决定个体成年表现中所发挥的作用。如果家庭和

社会背景的作用大，则兄弟姐妹的表现应该高度相关；反之，则该相关性应该与总体中随机

匹配的两个人的相关性没有显著差异（Solon, 1999）。同时，该方法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方

面，兄弟姐妹所共享的不仅仅是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也包括父母特征、家庭文化，以及学校

和居住环境等共同因素。另一方面，家庭特有的但是即使对于兄弟姐妹也存在异质性的因素

没有被考虑，比如并不完全的相同的基因遗传、由于出生时间、出生次序不同而导致的资源

配置差异等（Rosenzweig and Zhang, 2009）。22 

                                                        
21 Zhang 等（2020）基于中国初中生的样本，对父母的教养方式对子女学习成绩、认知能力和若干方面的

非认知能力的影响进行了考察。 
22 部分文献利用双胞胎数据，尝试从生物学角度解释经济行为的基因遗传。通过区分同卵（基因相同）和

异卵双胞胎，可以将基因遗传与家庭环境特征分离。Branigan 等（2013）发现，教育成就的可遗传性大约

为 40%；Barth 等（2020）使用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ies，GWAS）中提供的与

特定经济行为相关的 DNA 碱基对位点数据，来衡量代际相关性中的基因遗传成分，发现基因与财富积累高

度相关，主要通过所实现的教育水平，以及储蓄行为和投资组合选择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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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自 Sacerdote（2007）以来，很多文献使用领养儿童数据来区分基因因素和环境因

素在决定代际相关性中的相对重要性，考察的结果变量包括教育和收入水平（Björklund et al., 

2006; Björklund et al., 2007; Sacerdote, 2007），风险偏好和投资组合选择（Sacerdote, 2007; 

Fagereng et al., 2021），以及财富积累（Fagereng et al.，2021）。在文献中被普遍接受的是，

二者均会产生显著影响，但是对于不同的结果变量，基因遗传和后天家庭环境的相对作用大

小存在异质性。比如 Adermon 等（2021）使用瑞典领养儿童数据，发现研究教育成就的代

际相关性主要是由父母的基因遗传决定的，家庭环境因素影响仅仅在 30-40%左右。Fagereng

等（2021）使用相同的数据，发现对于（金融）资产积累而言，基因的作用更大，是环境影

响的 2 倍左右；对于金融风险偏好而言，家庭环境因素作用很大，而基因作用不大；而且基

因和家庭环境的影响存在负相关，即基因禀赋更差的父母会通过提供更好的成长环境或者财

富直接转移来弥补孩子的先天劣势。 

（五）成长环境的因果效应 

社区层面的阶层分割被认为是影响社会代际流动性的重要因素，未成年时期所在社区的

环境如何影响个体实现阶层上升的概率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在理论层面，Durlauf 和

Seshadri（2018）构建理论模型，刻画了社区层面的分割现象在解释“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

中的作用。在实证研究上，Chetty 等（2014b）系统估计了美国全国范围内通勤区层面的代

际收入向上流动性（AUM），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地理单元细化到县级层面和普查区层面

（Chetty et al., 2018）。相比于以往侧重于跨国比较的文献，这一系列文献聚焦于国家内部的

代际流动性差异分析，使用一个国家内部统一的税收数据，口径一致且覆盖全面，地区间具

有可比性。 

在此基础上，Chetty和Hendren（2018a，2018b）和Chetty等（2016a）分别利用美国家庭

跨区域搬家的准自然实验和美国MTO项目数据，证实了童年时的成长环境对于儿童成年表

现（大学入学率、收入等）的影响，在实证上区别了因果效应和类聚效应。而且，社区的因

果效应在划分很细的地理单元中发挥作用：条件于自己所在的人口普查区中的贫困率，仅仅

1英里以外的普查区的特征对于儿童预期表现几乎没有任何解释力（Chetty et al., 2018）。而

且在23岁之前，儿童在高质量社区度过的时间每增加1年，其AUM可以提高4个百分点。这

些高质量、代际流动性高的社区在多个方面具有一致的特征：居住区分割现象弱，收入不平

等水平低，初等学校质量高，社会资本水平高，且家庭稳定性高（Chetty et al., 2018）。基于

Chetty和Hendren（2018a，2018b）的估计，美国国内代际收入向上流动性的地区差异中有62%

可以由不同地区的社区环境的因果效应解释。23 

类似地，Bergman 等（2019）在西雅图和 King County 进行随机控制试验，发现大部分

低收入家庭并不是按类聚效应所预测的那样偏好居住在低流动性的地区；相反，普遍存在的

基于收入的居住分隔现象主要是由于租房搜寻过程中存在的障碍。如果对低收入家庭提供针

对性帮助，比如提供租房搜寻辅助、为家庭与房东联系提供便利、提供定制的短期金融协助

等，都可以显著减少家庭所面临的障碍，促使低收入家庭搬到高流动性地区，提高政府住房

补贴的效率，从而提高代际流动性，缩小贫富差距。 

七、结论和政策讨论 

代际流动性一直是备受关注的话题。在个体微观层面，它代表了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个

                                                        
23 根据 Chetty 等（2018b）的估计，社区的房价与当地的社会流动性之间并没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

除了房价以外，存在其他因素阻碍低流动性社区的家庭迁移到高流动性社区，比如信息摩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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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可获得的经济机会的平等程度，以及实现阶级跃迁、提高家庭社会地位的可行性。进一步

地，代际流动性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各阶层的经济行为，尤其是影响了社会中下

层家庭的子女通过个人努力改变命运的动力；在宏观层面，代际流动性则是反映一个经济体

的平等程度和整体经济活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本文对关于代际流动性的理论框架和国外实证研究的最新进展进行了评述，也对近年来

日益增加的关于我国代际流动性的研究进行了回顾。从总体上看，我国的代际流动性作为一

个重要的研究话题，在文献中的热度不断上升，而另一方面，目前关于我国代际流动性的研

究大多数是基于家户调查数据，这种数据在样本量方面带来一定约束，限制了对于时空上的

异质性及其决定因素的深入挖掘；同时，家户调查数据的局限也可能使研究者较难解决本文

所述的估计中可能存在的偏误问题。在国际上，行政大数据的应用大大推进了关于代际流动

性的实证研究，因此在我国，利用可得性日益提高的行政大数据进行代际流动方面的研究，

具有很大的挖掘空间和很好的研究前景。此外，我国在改革开放后的四十余年来，创造了世

界上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奇迹，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结构的快速变迁与我国的不平等，特别是

代际的不平等程度的时空变化产生了怎样的相互作用，这背后的学理值得未来的研究进行深

入的挖掘。比如，在不同发展阶段中，计划经济时期政府主导的工业化建设和人力资本投资，

以及改革开放后加速推进的市场化和融入经济全球化，对于我国的代际流动性分别具有怎样

的塑造作用？再比如，在正式制度逐步完善的过程中，一系列具有我国特色的非正式制度

（如文化、观念、社会网络等多个方面）如何影响了代际的不平等程度？作为世界上最大的

发展中经济体，我国经济发展与代际不平等的关系所反映出的规律与发达国家有何不同，这

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解决经济发展和转型中的不平等问题有何借鉴意义？这些都是值得深

入研究的问题。 

近些年，随着全球化的福利效应不断下降、分配效应越来越严重，社会不平等、阶级固

化等社会问题在各国日益凸显。我国也不例外，“内卷”“躺平”等网络热词的出现，就反映

了在社会流动性减弱的大环境下，年轻一代对于竞争压力和未来前景不确定性的焦虑。存量

博弈时代，在进一步解放思想、加速改革、扩大开放，努力“做大蛋糕”的同时，也要高度

重视“分好蛋糕”，促进机会均等，充分调动不同群体的积极性，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本文对于代际流动性相关研究进行综述，其中涉及的研究结论，对我国当前共同富裕的

政策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反过来，这些政策实践也为研究者更好的理解我国代际流动

性的形成机制和未来走向提供了宝贵的研究素材。以下本文从几个方面简要讨论我国若干方

面的政策与提高社会流动性之间的关系。第一，乡村振兴政策：政府要积极运用转移支付等

政策手段，帮助农村地区家户克服信贷约束，促进其人力资本投资；要改善农村地区的卫生

和教育等方面的基础设施，改善农村儿童的成长环境，促进城乡机会均等。第二，人口流动

政策：要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减少人口流动的隐性壁垒，为流动人口提供更广阔的发展

机会，通过流动人口居住地的公共服务的均衡化和普惠化，促进经济机会的均等化。第三，

生育政策：在积极鼓励生育的同时，要完善与人力资本相关的配套政策，比如加大公共教育

资源投入力度，提高政策的针对性，缓解数量-质量权衡取舍给低收入家庭造成的更大抚养

和教育压力的问题，避免因增加生育而造成弱势群体家庭的孩子面临更不公平的发展机会。

第四，中小学教育政策：要加大在父母家庭教育方面的政策支持力度，通过改善弱势群体家

庭的教育投入和教养方式，促进社会流动性的提高。第五，劳动力市场政策：大力发展职业

教育和在职培训，缓解劳动力市场上的技能错配，畅通技术人员的学习和上升渠道，提高个

人技能和努力程度的劳动力市场回报，弱化社会网络和人脉关系等因素的作用，促进劳动力

市场的机会均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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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A1：跨国文献比较整理 

文献 国家 数据来源 样本出生年份 
子代收入

年份 

父辈收入

年份 
样本数量 IGE 排序斜率 RRS 

绝对流动性

（25%及 75%预

期收入排序） 

偏误处理 

Solon (1992) 美国 PSID 1951-1959 1984 1967-1971 348 父子对 0.413   

父亲和儿子年龄作为控制

变量；父亲教育水平作为

收入的 IV 

Corak (2014) 

美国 SIPP 调查数据、SSA 1964-1975 2003-2007 1978-1986 3251 父子对 0.40 0.30   

加拿大 税收数据 1963-1966 1997-1999 
儿 子 15-

19 岁 
20 万父子对 0.26 0.24   

瑞士 

行政数据 Statistic 

Sweden's 

multigenerational 

register 

1960-1967 30-40 岁 30-60 岁 5.9 万父子对 0.25 0.30   

Chetty et al..(2014a, b) 美国 
联邦收入税务记录，人

口普查数据 

1980-1982 

 
2011-2012  1996-2000  986.8 万 0.344 0.341 

41%， 

58% 
 

Mitnik et al. (2015) 美国 

SOI-M Panel，基于 SOI 

（Statistics of Income） 

Family Panel 和  OTA 

（ Office of Tax 

Analysis）Panel 

1972-1975 2010 
孩 子 15-

23 岁 
1.4 万 0.46   

2010 年子代年龄在 35-38

岁 

Mazumder (2015) 美国 
PSID（Panel Study of 

Income Dynamics） 
1951-1965 

40 岁上下 2

年 

40 岁上下

5 年 
1015 父子对 0.493 0.333  

为了处理不同个体的可观

测收入年份不同：①使用

平衡面板数据；②排除由

父亲个体特征（如收入、年

龄、教育水平、是否为黑人

等 ） 的 选 择 效 应

（selection）。 

Corak and Heisz (1999) 加拿大 税收数据 1963-1966 1995 1978-1982 38.9 万父子对 0.131-0.242 0.174  

使用父亲和儿子的年龄及

二次项作为控制变量，对

每年收入和儿子年龄施加

限制 

Connolly et al. (2019) 加拿大 
税收数据，19961 年人

口普查数据 
1980，1982 2011-2012 1996-2000 55.7 万 0.310 0.212 

44%， 

57% 
 

Güell et al. (2018) 意大利 税收数据 1972-1983 2011-2012 1998-1999 64.8 万 0.22 0.228 
44%， 

55% 

衰减偏误：①仅保留 19981

年父母 35-55 岁；②去掉

2012 年小于 35 岁的个体。 

Nybom and Stuhler (2016) 瑞典 税收数据 

1952-1954 

22-47 岁 36-65 岁 

3160 父子对 0.206   

父亲教育作为收入 IV 1955-1957 3444 父子对 0.246   

1958-1960 3427 父子对 0.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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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 国家 数据来源 样本出生年份 
子代收入

年份 

父辈收入年

份 
样本数量 IGE 排序斜率 RRS 

绝对流动性

（25%及 75%预

期收入排序） 

偏误处理 

Heidrich (2017) 瑞典 

SIMSAM (Swedish 

Initiative for Research 

on Microdata in the 

Social And Medical 

Sciences) 

1968-1976 32-34 岁 1968-2010 77.5 万 

0.302（平均）, 

0.326（儿子）, 

0.279（女儿） 

0.198（平均）, 

0.238（儿子）， 

0.206（女儿） 

 

数据年份多，17 年平均收

入，且均在工作年限内；数

据显示，孩子收入年龄时，

与终生平均收入接近；孩

子出生时父母年龄分别为

16-40 和 16-36。 

Bratberg et al. (2005) 挪威 

行 政 数 据 the 

Norwegian Database of 

Generations (DBG) 

1950 1981-1985 

1967-65 岁 

儿子 11.9 万，女儿

9421 

儿子 0.155，女儿

0.221 
   

 1960 1991-1995 
儿子 2.4 万，女儿

2.2 万 

儿子 0.129，女儿

0.126 
   

Schnelle (2015) 挪威 
行政大数据 

 

1932-1933 

36-41 岁 50-55 岁 

6894 父子对  0.228  
使用父亲的职业和居住地

估计父亲收入 

1952-1957 
8.6 万父子对，8.2

万父女对 
 

男性： 0.202-0.235； 

女性：0.140 
  

Murray et al. (2018) 澳大利亚 HILDA 调查数据 1984-1986 2014-2015 2001-2005 489 0.282 0.273  

IGE 回归中加入孩子和父

母年龄、孩子性别虚拟变

量。 

Deutscher and Mazumder 

(2019) 
澳大利亚 税收数据 1978-1982 2011-2015 1991-2001  0.107-0.192 0.215 

45%， 

56% 
 

Charles and Hurst (2003) 美国 

Panel Study of Income 

Dynamics (PSID) 调查

数据 

   1500 
IWE 为 0.365（不包括

负财富） 
  

使用财富而不是收入作为

永久性经济资源的代理变

量 

 

Boserup et al. (2013) 丹麦 税收数据 1960-1990 2009-2011 
父 母 财 富

1997-1999 
115.6 万 

控制父母和孩子年龄

虚拟变量：IWE 为

0.268（不包括负财

富），0.19（包含负财

富） 

  

生命周期：按照出生年份

分别做回归，IWE 很稳定

0.16-0.22 

Bell et al. (forthcoming) 
英国和威

尔士 

行政数据 Longitudinal 

Study of England and 

Wales,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1874-1983       

教育水平和职业作为代际

流动性指标，后者基于社

会学和婚配市场上常用的

职业 Cambridge score （分

数越高，对于教育要求要

高，收入越高） 

Eriksen and Munk (2020) 丹麦 行政数据 1973-1977 2010-2015 
1980- 孩 子

18 岁 
34.0 万  0.242 

44.1%， 

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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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 国家 数据来源 样本出生年份 子代收入年份 
父辈收入

年份 
样本数量 IGE 排序斜率 RRS 

绝对流动性

（25%及 75%预

期收入排序） 

偏误处理 

Bratberg et al. (2017) 

美国 

National Longitudinal 

Survey of Youth’s 1979 

调查数据 

1957-1964 

1996, 1998, 

2000, 2002, 

2004, 2006, 

2008  

1979-1981 6.4 万 0.432 0.383   

德国 

German Socio-

economic Panel 调查数

据 

1957-1979 2001-2012 1984-1986 1072 0.348 0.257   

挪威 行政数据 1957-1964 1996-2006 1978-1980 32.8 万 0.194 0.223   

瑞典 
行政数据的 35%随机

样本 
1957-1964 

1996, 1998, 

2000, 2002, 

2004, 2006, 

2007 

1978-1980 25.3 万 0.231 0.215   

Yavuz et al. (2019) 

巴西 
IPUMS 调查数据库（基

于人口普查） 

1980 年以前 2010 2010 9.7 万 0.42   加入家庭成员数量、农村

虚拟变量、婚姻状况、教育

作为控制变量 
巴拿马 1980 年以前 2010 2010 4414 0.28   

Fan (2016) 中国 
CFPS, CHARLS 调查

数据 

1979 前    0.43 0.26   

1979 后    0.51 0.37   

Fan et al. (2021) 中国 
CFPS 调查数据 

 

1970-1980 10980 
2012, 

2014, 

2016 

2012, 2014, 

2016 

0.390 0.443  

Hekman 两步法估计全样

本个体收入；直接控制父

母和孩子年龄及其二次

项；使用父母平均的受教

育年限作为终生收入的工

具变量 

1981-1988 11333 0.442 0.494   

Yu et al. (2021) 中国 

RCRE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Rural Economy), 

CHIP 调查数据 

1966-1981 

2003–2013 
2003–

2013 

2.4 万父母-儿

子对 

 0.38   

1982-1994  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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